
第五讲 西方的传统：基督教 
                     

中世纪时期，罗马教会非常有势力。教会自成体系，在宗教、政治、司法和道德、文化

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到了近代前期，教会已经处于危机之中。造成教会危机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其中，教会的世俗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十字军的负面影响 

  

  十字军运动对于教会的组织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使得天主教罗马教会的声望大受影

响。１２世纪时，西欧十字军对于异教徒的讨伐曾被教会广泛宣传，为教会赢得许多声誉。

但是到了１３、１４世纪，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节节失败，巴勒斯坦等基督教圣地降服于穆斯

林。教皇呼吁各国君主重兴十字军，但没有成功。事实上十字军已经变质，如第四次十字军

并不攻击叙利亚和埃及的伊斯兰教徒，而是攻击拜占庭的帝国的正统派基督徒。十字军一般

都由世俗的君主和意大利商人来领导，目的不在增加上帝的光荣、扩张基督教的势力，而是

在发展国家的威力，促进个城市的贸易罢了。 

  十字军的这种变质，还表现在十字军被用来攻击在欧洲的基督教异端。十字军曾被用来

镇压法国南部的阿尔比宗教派别，又屡次用来攻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其他基督教的君

主，这使许多良好的基督徒都觉得教皇在利用十字军为自己谋取利益和世俗权力。他们不愿

再服从教廷的命令和需要了。人们十分惊奇为什么教皇要鼓动基督徒杀戳基督徒，并且给杀

戳者和以前杀戳不信奉基督教者同样的报酬。 

  １４５３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表明十字军运动走向衰败。教皇庇护二世曾就欧洲没有能

力讨伐土耳其人一事，发表坦率的谈话：“这里既没有尊敬也没有服从。‘教皇’和‘皇帝’

都成了空洞的头衔。每个城市有自己的首领，还有数不清的家族和君主。如何能够说服这些

基督教王国的国王们去组成一支军队，并服从于统一的原则？如果你传话给他们，国王也都

召集军队，你又能相信谁能担当统帅之职？这支军队的秩序会如何？会有什么军事纪律？要

服从什么？谁来照管这群混合的羊？谁能够搞得清楚各种不同的地方语言？谁能够把他们

的不同习惯加以统一？怎么能使英国人热爱法国人？谁能把热内亚人和阿拉贡人联合起

来？谁能把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统一起来？如果你率领一支小部队去抗击土耳

其人，你必是必败无疑，如果是一个大部队，不久就会疑心四起。每个地方都处在困难之中。

① 

 

                 教会世俗化 

 

  教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会的世俗化。教会为了维持它的庞大的机构，在经济方面

开始滥征捐税，深深卷入世俗社会的经济活动之中。因为十字军的缘故，教皇政府加重了对

基督徒的征税。教会的财政收入最初是完全是靠教徒自愿捐献的。对于参加十字军的人，给

予特别赦免罪恶。现在，对没有参加十字军的人，只要他肯向教皇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

也能够得到罪恶赦免。什一税起先是非常规性的，主要用于十字军的费用。后来教会以《圣

经》中的有关章节为依据，开始把什一税当做常规税来征收。什一税成为维持教廷开支的一

项主要收入。从罗马时代开始，教会就开始接受信徒捐送的土产，中世纪时，教会的土地增

加很多。至１６世纪时，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已是巨额。 

  教皇养成一种挥霍的习惯，不能不用大宗的财产来维持在欧洲的权势。教皇们因此发明

许多新的敛钱的方法：如在教皇国的地产上收取地租，出卖神父职位和其他各种圣职，接收



各种礼物，收取法庭审理费等。教皇利奥十世要在罗马建造圣·彼得大教堂，于是又在各处

出售赎罪券，这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包括马丁·路德的强烈抗议。他们在罗马举行巨大的宗

教仪式，收取巨额钱财。教廷规定每一个主教就职以后的第一年里，应把所辖教区收入的款

项全部上缴罗马教廷。有几个教皇甚至把若干教区虚悬起来，并不委任主教，以便吸取那里

的人们缴到政府的税收，期限在一年以上。虚浮不实的人们时常升任要职，充当主教，或教

会法院的职员，政府自己也因为殉私，任用私人，以至后果不堪设想。贵族和城市的上层人

物都希望控制教会神职来获得土地和收入，为自己谋得利益。贵族和城市贵族争夺教会神父

的职位，以此来控制一个地方上的教区，获得经济上的实际利益。主管一个教区的神父一职

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人们却不愿去当无利可图的传教师。这就造成了一种结果：最基层的教

会渐渐趋于瘫痪。这种空缺使民间宗教得以发展。 

  教廷驻地罗马城的修建可以说明教会世俗化的程度。罗马本身虽然也有一些农业生产，

但不是商业和制造业生产的中心，而是一个消费中心。教皇治下的罗马城只是教皇的统治中

心，教会行政体系在这里特别发达。各种机构从各国征取金钱，形成教廷的主要收入来源。

这些钱财常被教皇用来修建罗马城。在阿维农之囚和大分裂时期，城市迅速衰败。当教皇回

到罗马时，他发现罗马如此衰败，几乎不成其为一个城市。房屋颤颤抖抖，寺院被毁坏，街

道上空无一人。教皇于是制订计划修复罗马。教皇把从各地征得来的钱财用于罗马再造上，

并且发明了种种新的敛钱的办法。他们在罗马建造各种雕塑，以此来恢复罗马的光荣。教皇

并且支持人文主义者的学术和艺术活动，成为罗马文艺复兴运动的援助者。这些活动，在以

后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被改革家们视为经济剥削和世俗主义来加以批判。各种建筑和宫

廷的装饰华丽无比，为此一些艺术家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在１２世纪，完成一件艺术品的报

酬只有３８弗洛林，而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提香的开价是２０００弗洛林。 

  教皇的世俗化也体现在政治方面。教皇亚历山大六世（１４９２－１５０３）化费巨资

帮助其子博尔吉亚公爵装备军队，而公爵希望建立起博尔吉亚家族的统治，并控制教皇国。

教皇朱丽二世（１５０３－１５１３）曾亲自率领军队同威尼斯和法国人打仗。出身于美第

奇家族的教皇们如利奥十世（１５１３－１５２２）和克莱门德七世（１５２３－１５３４）

把教会的钱财用于自己家族在佛洛伦萨的利益斗争之中。在司法问题上，通过公证人和教会

法庭, 教会干涉了世俗社会的司法事务。如在斯特拉斯堡，教会法庭可以不通过世俗司法机

构直接传讯人民。所有这些同世俗的君主们发生尖锐矛盾，中世纪后期起，英国、法国、德

国、波希米亚爆发出反对教皇的运动，运动反对教皇的专横，要求建立民族化的教会。 

  世俗化的教会同世俗贵族、城市处在激烈竞争之中，矛盾尖锐。在１４世纪时，教皇卜

尼法斯八世曾与法王菲利普四世互争征税和财政，胜利属于法王。自卜尼法斯八世以后，教

皇的“教皇帝国”梦幻被打破，基督徒和各国君主联合起来，反对高于国家主权之上“教皇帝

国”存在。一些著名思想家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法国巴黎大学教授马西格利奥（Ｍａｒｓｉ

ｇｌｉｏ）等提出教会应该是纯粹精神和道德的宗教组织，教皇和教会的官吏，都无权干涉

世俗政治，也无权干预纯属其他政治领域和民间的各种事项。这种思想在基督徒和民众之间

一天天深入人心。虽然没有削弱教会在宗教方面的势力，但削弱了它在政治方面的势力。各

国的君主们都竭力支持这种新的教会理论。 

  罗马教廷的世俗化使自己无法进行宗教改革。从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它不能不

日益世俗化。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违背《圣经》的原则，否认基督教本质是精神的，非

物质性的。这两者间的深刻矛盾，使人们对教会的纯洁性产生怀疑，具体表现为基督教信仰

危机。 

 

                  僧侣的分化 

 



  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奉行等级制原则。１０３０年封建制度在法国北部建立时，两个法国

的主教首次提出“三种人公式”，把人分为“祈祷的、作工的和打战的三种。僧侣、贵族、农

民三等级说确立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在以后的几百年中，这都是欧洲法律、等级和不平

等的基础。这种封建等级到了１５、１６世纪开始瓦解，三个等级内，僧俗两界的关系变得

模糊；贵族的职业、特权、世袭、身份、地位不再肯定；农民中间也出现巨大分化。三个等

级之外，新产生了资产阶级、绅士阶层、工人和穷人。简言之，１５、１６世纪是封建等级

制度瓦解之时，等级原则开始为近代社会的阶级原则所取代。 

  僧侣的变化，可以用“僧侣的社会”向“社会中的僧侣”一语来概括。用我们今天的眼光，

看待１５、１６世纪的西欧，就能明显感到宗教改革以后的西欧，社会的主要支柱中已经没

有僧侣的位置。封建社会这根重要支柱是在１５００年后逐渐倾斜的，经宗教改革运动，到

了１６世纪末，终于倒塌。僧侣作为等级已经无足轻重。虽然仍有许多僧侣（如神圣罗马帝

国的僧侣选侯、路德派的重要领袖）在社会上担任重任，但是作为一个等级来说，僧侣已经

不再重要。当时贵族的看法可以用德国诸侯阿尔弗雷德·威迪希格拉茨（Ａｌｆｒｅｄ Ｗ

ｉｎｄｉｓｃｈｇｒａｅｔｚ）的话来概括，他说：“男爵以上才能算人。”① 

   在德语世界中，宗教改革真正触动僧侣结构的地区不满１／３。�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的

真正开展，要到１６５０年才有触动。在德国的天主教地区，社会流动仍然存在。在西欧的

各个地区，普遍趋势是僧侣作为一个整体的状况不再存在，僧侣中分化为僧侣贵族的僧侣平

民，后者中的一部分人并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以他们的教育文化上的优势，为资产阶级服

务。 

  在宗教改革前后，僧侣地位的显著变化，导致僧俗两界界线的模糊。据弗兰西斯·拉普

（Ｆｒａｃｉｓ Ｒａｐｐ）的著作《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时期的改革》（１９７４），１４

５０－１５２５年间教会改革的失败的根源，在于僧侣的结构变化。教会不能进行自我改革，

并不是因为僧侣缺乏道德和改革的愿望，而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束缚了僧侣进行改革。束

缚的链子主要来自牧师的薪俸制度和教会的财产，使得教会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工作，贵族

和城市贵族都希望加入教会，以便控制教会的土地、收入、积累资本为自己谋取发展。贵族

和城市贵族对教会的渗透使得教会经济的商品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斯特拉斯堡的修道院和

教会在丰收之年低价收购粮食，在荒年之中高价抛出。用这种办法，教会度过了１４世纪农

业危机的打击，并且在１４６０年以后，成为农民永久性的债主。在主教的驻地，出入的是

公证人。法官，涉及教会的案件从不通过世俗法庭来审理。斯特拉斯堡的历代主教们不想进

行教会改革，因为这个经济体系和司法制度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收入，也提高教会的世俗权

力。 

  宗教改革前的教会，包括男女隐修院，因此成为城市和乡村贵族的竞争对手。土地贵族

和城市贵族让自己的儿女受教育，让他们进入教会成为高级僧侣。这种经济的制度和城乡贵

族对教育的热心又导致教育的发展，使得斯特拉斯堡也成为人文主义者活动的中心。人文主

义因此也带着保守的烙印，不仅不支持教会宗教改革，实际上在维护“旧的”教会体制。许

多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实际上都成为高级僧侣（有薪俸的教区神父），很少是布道的牧师。只

有游离于这个体制之外的人们，或者说是受这个体制所剥削的人们，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平民，

开展了反对教会的运动。在南部德国，他们的影响甚大，形成以后“鞋会起义”和德国农民

战争的社会基础。农民和平民的运动具有革命的性质，他们要求推翻旧的封建教会制度。 

  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以及德国农民战争这样伟大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僧侣缺乏宗教改

革的愿望。实际上，这个时期僧侣的道德性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并不低于以前的僧侣。把

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归结为僧侣的腐败只是一种简单化、表面化的解释。学者们最近的一种

新的认识是：正式教会的新的剥削措施和教会的商品化、世俗化激化了下等僧侣和高级僧侣、

平民百姓和罗马教会的矛盾。１４世纪教会应付农业危机的新办法，使得教会败坏了格利哥



利教会改革的原则，而这种教会贵族化、商品化、世俗化的行为，正为１６世纪宗教改革运

动的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改革前提。 

  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之后，出现了新教的教会。对新教僧侣的研究集中在他们同人民大众

的关系问题上。新教改革家失去人们支持的时间约是１５世纪３０年代中期，更多的说法是

１５２５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新教改革家和人民之间分道扬镳的开始。改革家和人民大

众分裂的真正背景是人民群众的经济要求、政治要求无法通过宗教改革运动来完成。改革家

从反对罗马教会开始，最后同贵族进行联盟。他们之间的分裂，实质是贵族和人民的之间的

对立所造成的。 

  新教改革派僧侣与人文主义者的关系也是新近开辟的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都过于强调

宗教改革运动和人文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企图证明人文主义者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的重

要意义，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新的解释发现两个运动之

间联系甚少，城市中无法找到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之间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那种联系。

把两个运动对立起来的说法未免太过，但宗教改革运动的僧侣们确实是自有体系，他们的改

革目标也同人文主义者不同。在教育问题上，许多改革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不一定

是人文主义者。僧侣本身也是靠教育和文化上的领先来取胜的。 

  早期的宗教改革家们主要是受过教育、出身城市的人们。他们主要是城市贵族、、商人

和城市手工工匠的儿子。城市不仅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还是宗教改革运动领袖们的摇

篮。这些来自城市的新教僧侣，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在第二代的新教僧侣中，新教僧侣已经职业化。路德提倡“人人皆僧侣”，提倡教会由

世俗权威来统辖，否认教会具有神性，提倡僧侣婚姻，这就抹平了僧俗两界不可逾越的界线。

僧侣成为一种职业以后，就不再高于其他人和其他职业的人，这样僧侣到等级特征进一步消

失。根据历史学家伯那特·弗格勒（Ｂｅｒｎａｒｄ �Ｖｏｇｌｅｒ）的研究：１６世纪的

斯特拉斯堡的第二代新教僧侣主要是牧师和手工工匠的儿子，贵族和商人推出了竞争教职的

行列。一项更具体的调查表明，在１６世纪符腾堡的２７００个牧师之中，５１３人（１９

％）的家庭出身可以确定。这５１３人中有３２４人（６３％）是牧师的儿子，５１人（１

０％）是手工工匠的儿子。  

  在农村，宗教改革运动对于僧侣的结构触动不大。在提倡新教改革最为明显的萨克森公

爵领地，农村的乡村牧师之中很少人信奉路德新教，大多数人依然信奉天主教。农民对于宗

教改革态度也不积极，要么仍然相信天主教，要么对宗教改革持冷淡态度。原因可能是萨克

森的宗教改革是一场“诸侯的宗教改革”，只有给诸侯带来利益，没有给人民带来利益。诸

侯为了报答新教改革家，特曾希望改善乡村牧师的经济地位，但是这些牧师对于路德学说似

懂非懂，十分模糊。事实上，农村是在抵制路德学说的传播。这些史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

么农民会有自己的“宗教改革”，为什么路德说农民“误解”了他的宗教改革理论，以及为什

么路德运动会同人民革命分道扬镳。问题的关键所在依然是：人们不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

他们所承认的现实只是一种阶级标准：人民和贵族是两个对立的阶级。 

 

                 天主教会内部改革运动的失败 

 

 

  罗马教会的危机突出表现在教会的分裂和教皇统治地位的摇摇欲堕。这样在教会内部，

产生出公会议运动。公议会是教会法学家巴黎的康拉德和德国的亨利希提出的。目的是结束

分裂，改革教会。提出由世俗君主如法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出面来召开宗教会议，以解决

教会问题。这种呼吁得到大学、地方教会甚至枢机主教的支持，被认为是解决教会分裂问题

的一帖良药。 



  在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失败以后，教廷开始屈服于法国势力之下。教皇的职位常由法国人

担任，许多主教也由法国人担任。教会政府也在从罗马迁到法国的阿维农城。法籍教皇统治

了好多年（１３０９－１３７７），这段时期，被天主教教会称为“巴比伦的流亡”，或“阿

维农之囚”。这个事件继续削弱了罗马教廷，开创了国际人士担任教皇的先风。“巴比伦的

流亡”过去以后，教会又出现一次严重的大分裂。 

  １４０９年教会在比萨召开会议，这是以当时存在着的两位教皇的两个主教团的名义召

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枢机主教、主教、各大修会会长，各大隐修院院长，神学博士、教会法

博士，以及世俗君主代表。这个会议最后宣布罢免两位教皇，选出米兰大主教皮特罗斯·菲

拉尔伊为新的教皇，即亚历山大五世。比萨会议因此有两个特点：一是由枢机主教团召开，

而不是由世俗君主召开，二是从此以后，宗教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它可以选举和罢免教皇。 

  １４１４年１１月，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吉斯孟德召开康斯坦斯会议。人数最多。皇

帝支持的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西班牙、苏格兰、葡萄牙则支持本尼狄克教皇。这次大会的

特点是世俗代表无投票权；每个国家只有一票。意大利仅一票。英、法、德、全体枢机主教

为一票。教皇约翰失败离席。这次会议还宣布：“本会议代表在世征战天主教会，权力直接

来自基督，因此，凡会议决议，无论关于信仰问题、关于终止分裂问题，以及关于教会大小

事务的改革问题，无论何人，不问职位尊卑高下，即令尊至于教皇，均当一体服从。”①最

后，罢免了两位教皇。１４１７年，新选马丁五世为教皇。会议解决道德问题和行政改革。

英国取得相当的自治权。从以上两个例子可见：公会议制度使教廷从教皇的绝对专制转为一

种君主立宪制。规定每隔一段时间就定期召开宗教会议。 

  公会议运动最后却失败了，原因公议会无法解决教会的世俗化结构问题。公会议以后又

进行过多次，如１４２３年的帕维亚会议。瘟疫关系，出席代表少。１４３３年的巴塞尔会

议，不再以国家分组，以问题分组，主要讨论宗教问题。以后又规定：每十年举行一次公会

议，枢机主教人数为２４人以及任何一国代表不得超过１／３。会议取消新任主教第一年收

入归教廷所有的做法和一些捐税。这却在教会上下引起了对公会议仇恨。尤金教皇利用教会

对会议的仇恨，利用土耳其侵占君斯坦丁堡事件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重新要求重振教

皇的权威。这样，公会议的运动就不了了之，教皇的独裁统治重新抬头。 

 

                基督教信仰危机 

  

  如果说教会的状况导致了路德神学的成熟，那么俗人们的宗教热情就为路德宗教改革铺

平了道路。世俗的宗教热情往往有两种情况，一是有的人仍然承认教会在灵魂得救中的作用，

他们需要一种真正的纯洁的教会，可以担当传播上帝的福音的任务。这些人在修道院的制度

中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例如圣·弗兰西斯的贫穷教会的理想在主张共同生活的“兄弟会”中就

得到体现。这个组织，虽然仍然是天主教，却代表了民间要求真正的纯洁的教会的理想。另

一种情况是在教会体系之外寻找灵魂得救的途径，大批民间的传教士在街头巷尾布道，他们

成为新神学的传播者。城市、行会和乡村都有各种热心的民间传教士在传播福音和“真正的

上帝之言”，使民间的宗教信仰活动出现了高潮。这成为人民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发展的摇篮。 

  这些世俗的关于灵魂得救的解释导致人们对教会的否定。人们看不惯教士拥有财产，俗

人和僧侣为世俗事务常产生冲突。僧侣一旦成为世俗领主，并且本身还是大的土地所有者，

世俗事务上的冲突就不能避免了。 

  宗教改革家们提倡的“纯粹的上帝之言”鼓舞了平民百姓。福音不仅指明了灵魂得救的

新的途径，还指出了一种新的尘世道德生活。老百姓认为这可以为他们的怨情陈述书提供神

学上的依据。怨情陈述提出的问题是新的，往往无法用旧有的传统和古之法中的规则来解释。

所以，平民百姓反对僧侣的运动和传扬上帝福音的运动渐渐结合，转变成反对僧俗贵族和封



建统治者的运动。 

  从神学角度看，灵魂得救是基督教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中世纪的教会，对此的解释

是圣·奥古斯丁的非原罪论。奥古斯丁宣扬：在亚当离开伊甸园之前，人是没有原罪的，推

而论之，在人类始祖尚未犯罪以前，人不带有原罪。亚当所具有这种不犯罪的能力是神赋予

他的。他的沉沦导致人类此种能力的丧失。耶稣基督降临后，他告诉人们一个新消息：人可

以参加教会，通过宗教的圣仪来洗净原罪。所以，宗教的教仪为此而设，它传播上帝的仁慈，

恢复人在犯罪以前的纯洁地位和能力，再次皈依上帝。这种理论的基本点是强调通过人的努

力和行善获得不犯罪的能力。参加教会履行教仪就是根本性的行善，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和恢

复亚当的不犯罪能力，使人可以象沉沦前的的亚当一样，自由进入天堂。从而使人的灵魂真

正得救。 

  根据这一学说，宗教的圣仪在中世纪中成为基督徒灵魂得救的根本途径。圣仪又是如何

运行的？根据托马斯· 阿奎那的解释, �由于宗教仪式直接来自于上帝，所以通过圣仪就能

接受上帝的仁慈。 

  经院哲学家约翰·邓斯· 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威廉反对这种说法。�司各脱虽然承认宗教

仪式的作用，却更强调上帝的意志的作用。奥卡姆的威廉走得更远，他认为仪式只在神的旨

意下才起作用。所以，灵魂得救主要依靠的是信仰而不是仪式。每个人都不能确切知道他的

灵魂是否能够得救，因为人无法明了上帝的按排。只有依靠对上帝的信仰，相信上帝会拯救

他，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强调的灵魂得救方式，照奥坎姆看来，经不起

理性的和逻辑的推理。依靠信仰灵魂得救的学说，后来在路德那里发展成为宗教改革的理论

体系。 

  强调宗教仪式在灵魂得救中的作用，也就是强调教会的作用。因为人会重复性地犯罪，

所以赎罪也必须重复。仪式在一生中举行许多次，表明它们虽然具有改善人们道德的作用，

却不能是一次性的或一劳永逸的。仪式对灵魂得救是否真的有效，要在人死以后才能回答。

但仪式的施行，需要教会神职人员的参与，这样，教会成为上帝向人类传播仁慈的中介，因

此成为灵魂得救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种体系要求教会首先必须是纯洁的，具有神性的，为了达到这种教会神化，教会曾经

竭力推行禁欲主义和修道院生活方式。然而，１４－１５世纪间，由于整个教会的世俗化，

罗马教会本身已经不再符合基督教道德传统。如果教会本身是不纯洁的，人们怎么能够相信

它可以承担让别人灵魂得救的任务？教士传教能力下降、蓄妾、收取财物等腐败行为，特别

是教会出卖赎罪券，激发了人们反对教会的情绪。上帝对人类的慈悲如果成为教会装满自己

钱袋的借口，不仅是对人们的欺骗，也是对上帝的亵黩。人们感到让不纯洁的教会来帮助自

己实现灵魂得救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一部分基督徒就开始在教会之外寻找灵魂得救的新途

径。 

  教会改革因此势在必行。 但是，�胡司运动的被镇压表明自下而上的改革不被教会允许，

而由教皇来实行教会内部改革也是一种空想，因为这时教皇为了建立控制欧洲的教皇帝国，

已深深卷入世俗事务之中，他本人和教会“精神权威”的威信一降再降，根本无意创导“教会

精神化”运动。这样，人们就只能重新寻找基督教的权威，并企图在教会控制之外，来进行

宗教改革运动。这导致了宗教虔诚运动的兴起和《圣经》权威主义的出现。人们转向对“不

经过任何修饰的上帝之言”的皈依。《圣经》成为基督教教义的唯一根据，以此就否定了教

会的神性和为上帝代言的中介地位。这就是路德“以信称义”理论取代天主教的“行为称义”

的神学方面的背景。 

 

             福音反对罗马教廷 

   



  宗教虔诚主义运动和《圣经》运动，通常被当时代的人们简称为“基督教福音运动”。

福音一词反映出人们的一种新的宗教热情，特别是在德国，福音主义在１５２０时特别流行。

福音从广义上说，是指《圣经》的复兴。在１６世纪的文献上，福音又指的是“真正的上帝

之言”，这些言语是直接来自于《圣经》，而不是来自于僧侣的杜撰或教会的解释。许多人

觉得《圣经》的复兴意味着一种真正基督教原理的发现，这种原理是同教会的教导相对立的。

福音和“真正的上帝之言”将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它意味着上帝和世

界将进入到一种新的关系之中，即福音世纪的来临，用来反对现存的反基督的世界和不按照

《圣经》原理行事的僧俗两界的封建秩序。这种运动提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宗教的复兴不是

人类的行为，而是上帝通过人类来完成一种计划。这就是在世界上来贯彻上帝的意志，按《圣

经》的原理行事。许多人，包括路德，都把这当做“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的一个标志。是

否承认福音和是否按照“真正的不加任何杜撰的上帝之言行事，成为是否基督教徒的标志。 

  在福音运动的旗帜下，联合了路德宗教改革家、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和普通人阶层。路德

在宗教改革时期，宣布自己是按《圣经》行事，宣布基督教的真正的权威是《圣经》而不是

教皇。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也是一个《圣经》主义的提倡者，他自称是一个《圣

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神学家或哲学家。同路德宗教改革不同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有一

种按照《圣经》改造世界的企图，如伊拉斯谟要求人文主义宣讲真正的上帝之言。通过上帝

之言的传播，来推动人性的改革和世界的改革。基督教人文主义的这些手段，被普通人阶层

用来推进社会改革的运动。 

  因此，福音主义意味着一种社会改革，一种反对封建主义的倾向。从这个含义上讲，福

音具有否定和肯定的内容。否定的就是教会的意义。因为人民直接从《圣经》中找到同上帝

交流的途径，不在需要通过僧侣来教会他们如何成为基督教徒。更有甚者，福音主义者把僧

侣宣布为福音的敌人，因为他们代表了一种反《圣经》的倾向，长期以来限制人民直接阅读

《圣经》，要求人们对教会服从，要求人民成为僧侣们“精神上的奴隶”。再从这个意义推下

去，僧侣不是上帝的牧羊人，而是魔鬼的信徒。他们是反基督者，尤其是教皇，就是魔鬼在

世界上的代表反基督者的领袖。 

  现在福音运动使人民不再服从教会和僧侣的统治和摆布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通过

《圣经》而成为基督徒，并且解决灵魂得救的问题。《圣经》所指示的不仅是一个灵魂得救

的事情，还意味着要改造世界，把世界变成按上帝之言行事的“神法”之国。这样，《圣经》

就成为一种反对现存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用来反对僧侣封建主。在农民的怨情陈述书中，

许多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改革要求都是在福音的名义下提出的。福音为人民提供了一种

道德、政治和神学的原则，它指向正义和公正。这是人民在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时

提出的社会发展必须合乎正义的观点。一切非正义的、贪婪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同《圣经》对

立的，而一切合乎普通人利益的，或者合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都是按照《圣经》在行事。

所以，在福音一词中，体现出“基督教兄弟之爱”、“神法”、“基督教新生活”等特定的时代

改革内容。 

  福音运动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反对教会的腐败和社会的腐败；二、灵魂得救的道路；

三、如何改革社会。福音一词还有一定的阶级含义，它特别指“普通人阶级是福音的真正信

徒”。因为，只有普通人才是真正按照福音行事的。在福音的旗帜下，因此把城市和乡村中

的普通人联合了起来。普通人是好基督徒，而僧侣、罗马教皇和贵族统治者则是反基督者，

是福音的敌人。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通人提出要求他们的社团直接雇佣真正能够讲述福音而

丝毫不歪曲福音的牧师来传播“真正的上帝之言”，这是１５、１６世纪普通人宗教改革的

重要内容。在福音的旗帜下，普通人最虔诚的基督徒，最热烈的宗教改革者。普通人的宗教

改革运动因此和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分道扬镳：路德的福音主义仅局限于对教皇的否定，而

普通人的福音主义则走得更远，要求完全否定现存的教会制度。普通人认为自己是《圣经》



的宣传者和保卫者，时刻与上帝同在。 

  福音的传播主要通过口述和书本来完成。书本的印刷使《圣经》的大量流行成为可能。

然而在人民中间，识字者仍属少数，在德国约占人口中的５％左右。于是真正的上帝之言主

要是通过口述来传播的。随着福音的传播，福音运动也跟着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改革的势头。

真正福音的传播者是一些激进的社会改革家和宗教改革家，从而使得路德的《圣经》主义和

普通人的福音运动上下呼应，出现城乡宗教改革思想的大传播。新的宗教思想和改革思想开

始深入人心，并锻炼出一批改革的领导人。 

 

               宗教异端问题 

 

  教会危机产生以后，到处掀起反对罗马教会的浪潮。有的地方出现了巫术，有的地方出

现了不受罗马教会控制的宗教组织和街头传教士。另外，还有威克里夫、胡司那样的大规模

的反对罗马教会的运动。罗马教会把这些脱离自己控制的宗教派别和组织称为异端，用一切

手段对它们进行镇压。宗教改革运动前后是宗教裁判所活动最为频繁的时候，除了大规模逮

捕、处死异端份子外，还成立了巡视法庭在各地对异端分子进行残暴镇压。 

  现代的学者已经发现那时被教会宣布为异端的主要是宗教改革家，并不是基督教异端分

子。目前许多新版的历史教课书已经改称他们为“早期的新教徒”、“意见分歧者”、“改革家”
或“福音主义者”。这反映出现代学者企图为这些宗教异端派别进行翻案。现代的历史学家不

再承认他们是异端，因为他们只是意见不同者，而且很可能是宗教改革者。学者们还发现１

５、１６世纪时期教会本身十分迷信，教会提倡崇拜圣物：对圣徒的遗骨、衣物进行顶礼膜

拜。许多“圣物”如耶稣的裹尸布等就是那个时代发现的。罗马教会企图用镇压和迷信两种手

段来挽救自己的危机，结果愿与事违，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基督教会离开了爱的原则和

《圣经》原则，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异端吗？正是这种社会背景，终于导致路德呼出“教皇是

异端”这句徘徊在人们心中很久、想说又不敢说的口号。这句口号的呼出，标志着一个宗教

改革新时代的到来。 


